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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想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改革。除去自身基础理论的完善外，改革的重点趋向是加大与相关学科研究的联系，走出国门，拓展研究空间，注重教学建设。本文拟从全球史研究视野出发，探讨中国历史文献学与相关学科研究的结合及其研究领域和研究空间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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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the new century, in order to catch up with the step of Globalization,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has to reform. In addition to the perfection of basic theory, one of the focuses is to increase the connection associated subjects, improve research method, go out of the country, enlarge the research space and pay attention to teaching construction and so on.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ssociated subjects, improvement of research methord and the enlargement of the research space， through researching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Glob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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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自20世纪初期建立至今，几经演变。其建立不久之后，曾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陈垣在开展史学研究的同时，集前人及自己文献考据的实践经验，用科学方法系统总结为各门具有法则和范例的、可供传授、便于研习、操作和成长的专学，其中尤其是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等最为典范，从而不断扩展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内容，为中国历史文献学不断充实完善奠定了基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文献学受“左”的形势影响，发展滞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与“文革”后需要重塑国民精神相一致，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倡扬，中国历史文献学随之迎来了第二个发展完善的高峰。在学科建设方面，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在1982年出版，二书在数十年文献学发展积累的基础上，对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类书、四部书、丛书、辑佚、辨伪等方面作出了较系统的梳理，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善的文献学学科体系。与此同时，许多专家、学者对文献学学科涉及的对象、目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白寿彝，更是对中国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发展历史和分支学科的建立，在理论上构建了运行系统的框架，他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分为理论部分、历史部分、分类学部分及应用部分四个部分，其中理论部分包括：历史和历史文献学的关系、历史学与历史文献的关系、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历史文献的多重性、历史文献和有关学科等问题。
另外，白寿彝还谈到了研究历史文献学的意义，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等问题。
他们三人与这一时期其他专家、学者对文献学科的认识和见解一道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文献学学科。此外，各大专院校纷纷设置中国历史文献学专业，招收了本科生、研究生等，并开设出配套课程，有的学校还推出了函授课程。所设课程基本涵括语言文字，文献基础，及历史文化三方面内容。如上海师范大学开设有：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学、校勘学、方志学、《诗经》研究、《史记》研究、《汉书》研究、《宋史》研究、古代诗词的整理与研究、历史地理及相关实习课。
总之，教学与理论相长，中国历史文献学蔚然大兴。其后，经济浪潮波及学术文化领域，而中国历史文献学科自身学理未得更新，老一辈历史文献学家相继去世，后继者乏力，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在90年代后遂失去了发展后劲。欣幸的是，20世纪末以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又把中国历史文献学等传统学科推到了学术前台。近年来出现了选辑、影印为主的四库系列丛书，如北京大学季羡林主编《四库存目丛书》、上海图书馆编《续修四库全书》、王钟翰编《四库禁毁丛书》等，均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兴盛的表现。

综观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立后的发展演变可知，其发展是与中华传统的彰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其自身的与时俱进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演变史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及当代的兴衰史，亦是一部社会、文化发展史，意味着回归传统，重塑民族精神的历史取向。这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地位的重要性。

不过，虽然形势有利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发展，但是如果其学科内部的痼疾无以妥善解决、自身学理得不到提升，也很难抓住时代机遇。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自身改革日显重要，这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未来及史学的发展均有重大意义。

笔者认为，当前就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而言，其自身的改革与国际视野的拓展同等重要，而全球史研究的互动理念正可把二者统一起来，即从全球史视野出发深化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以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

全球史研究的特征之一是在于“把全球化历史化”，对全球化进行系统总结，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和过程，从人类历史中寻找智慧；二是在于“把历史学全球化”
。“把历史学全球化”，就我个人理解而言，大而言之，即是突破了历史研究的国界局限，把笔触伸向全世界这个的广阔空间，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寻找历史的轨迹、生命的缘起、探究人类与世界的未来，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小而言之，则是就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并非全球史流派产生后才有的，但全球史的出现，无疑赋予国别之间的比较研究以新理念。刘新成在《光明日报》撰文明确指出：全球史观是一种认识方法，一种把局部历史现象放在全球视野中考察的方法。全球史观的“高明”之处在于她的核心理念：文化互动，即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研究跨国家、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跨领域的各种互动关系或现象，试图通过互动研究去除旧框架，重新理解和认识历史，达到各国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改革，在基本原理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理论的革新之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研究空间拓展的问题。这个空间的拓展实际就是加大与国内其他学科，与国外各种研究及其理论方法之间的联系，而这正是全球史互动研究理念的一种表现。从全球史视野出发并非仅仅局限于中西互动，或不同学科之间。

二
首先是历史文献学与考古学的互动。与中国考古学一样，中国历史文献学亦古老又年轻。历史文献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孔子时期，而其学科体系的建立则仅在20世纪20年代。所不同的是，说考古学的名称本身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中国历史文献学无论从名称还是内涵都是土生土长的。

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考古学结合渊源有自。“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文献的缺失，致使孔子找不到需要的证据去证明口耳相传下来的故实的真确。而封建统治者对文献的禁毁，也致使一些文献不复流传。当北宫锜问周朝所订班爵俸禄情况时，孟子曾这样回答：“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同时，孟子对历史上记载的事实也表示了自己的疑惑，如认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对圣人德行也表示出了“流血”的怀疑，亦即对文献记载的真伪提出了思考。所以，统治者对孟子是有看法的。而这些有真伪的典籍，靠什么去鉴别呢？流失的典籍，怎么才能见其真实面目？考古发掘就是一把开门的钥匙，因缘际会，某一天已经不存于世的典籍可能出土，典籍真实面目或真伪状况不证自明。如关于温文尔雅的禅让在古史传说中有各异的记载，真伪难辨，《竹书纪年》的出土彻底打破了禅让的神话。《竹书纪年》道：“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原来禅让也是血腥的。

由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而带来的对历史文献记载的怀疑，尤其是上古历史的怀疑，到清代愈演愈烈。崔述说：“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近世以来……乃始于庖羲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
到20世纪20年代疑古派之时就彻底否定整个上古历史。顾颉刚认为古史的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比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代，到汉以后有盘古。司马迁关于上古历史的著述在无坚实的文献材料下，只有任凭历史去评说优长。倘若我们确信疑古派所言，那么整个中国的上古史都将被推翻，中国的历史将大大缩短，我们民族的根基将消失殆尽，所以顾颉刚等的疑古确实过了头了，这点后来顾颉刚自己也意识到了。因此，在建立起上古信史任务面前，考古学责任重大。因为这段历史本就没有文献可查，只有故老传说或历史遗迹。如司马迁上古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的考古成果，才终于彻底给予了肯定与褒奖。这个长跨度的其中 “五四”以后的一段时期，面对上古历史真伪问题，中国历史学是在“信古”、“疑古”、“考古”、“释古”中度过的，各有论说，难有定论。当然，肯定中国考古学的成绩与重要性，并非就否定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绩与重要性。
从甲骨文发现到1949年以前，最能经受住时间考验，成就最大的史学理论还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出自王国维并非偶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出土文献以及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再加上王国维扎实的国学功底，多学科训练的经历，敏锐的思维与视野，促使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正如他自己所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清末至民国初年，诸如甲骨文字的发现与著录、铜器群的发现与考释、考古学的发掘和古器物学的研究、西北文物的发现与著录、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与太平天国史料的发现与著录，
无疑为搜集史料开了新途，拓展了史料的空间。王国维适逢其会，并做出了积极的理论思考，这就使他走在了学界的前沿，开拓出了新学术。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考证出王亥为殷之先祖，而长期以来存有疑义的《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报乙报丙报丁，也在卜辞中有了相应的位次。另外，又考证出殷人兄弟无论长幼，与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并无等别，化解了卜辞中父甲父乙等名称求诸世系不能通的疑惑。他的《续考》，则将殷先公之名完全考释清楚。《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的问世，澄清了长久以来殷商世系不清的问题，也证实了《史记》等一批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使中国可信古史可上溯至殷商时期，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其《古史新证》，则率先提倡以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二重结合，即以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考证古史的真伪，以甲骨证商史，以金文证周史，补证纸上之材料，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二重证据法”自提出后，遂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及中国考古学界至关重要的法则。而有关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发展到今天，其最大特色就是结合传世文献进行研究。

20世纪30年代末至70年代，时代之故，考古几乎寸步难行，文献学也举步维艰，更莫谈二者的结合研究。这种状况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打破。20世纪70年代以来，思想禁锢逐渐打破，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举国上下重视科学文化，知识分子地位提高，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中，学者们敢于摆脱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以求实求真的态度考辨典籍文献和史实。多年来在“左”的路线下，特别是在“文革”中随意歪曲历史、歪曲史料的现象，需要拨乱反正，亦加重了辨伪学的责任和任务。而70年代几次重大古文献出土，使人们不得不对前人的辨伪成果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这为80年代中国考古学与中国文献学结合研究的发展带来了契机。80年代的辨伪热潮，更加显示了“二重证据法”的强大生命力。1971年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了《晏子春秋》残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孙膑兵法》等残简，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易经》以及阴阳、天文、五行、杂占等10多种12余万字的大批帛书，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了《晏子春秋》、《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文子》、《太公》等8种残简，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编年纪》、《日书》等10种秦简，1978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了与《孙子》有关的竹简文献等等。
这些简牍帛书的出土使其中历来被怀疑或断言是伪书的《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孙子兵法》等成了真书，促使学术界对前人辨伪成果重新审视考辨，这个时期结合出土文献辨伪的论作激增。对此，郑良树日后在《古籍真伪考辨的过去与未来》一文中有很好的总结，他认为，“七十年代竹简帛书的出土， 无疑的是辨伪这门学问的试金石……为古籍真伪研究最上乘的第一手资料”，因此，“竹简帛书的出土……同时也将检验千多年古籍真伪研究的成果。”“竹简帛书的检验之后，即知先贤在古籍辨伪的研究上，确实犯有值得重视的缺点”；“在态度上，有些学者感情用事，成见太深，主观太强，以‘每辨必伪’，‘逢书必假’为一逞快之事；在方法上，有些学者过分‘粗心大意’、‘跳级论证’，强不知以为知。”为此，他提出了古籍辨伪应该“在态度上要平实”，“在方法上要严密”，“在论证上要周备”，“在论断上要谨慎”的观点。
郑良树的总结非常到位，在简帛大量出土基础上所做的学问，到这个时期已经形成一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的学问“简帛学”。

促进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进一步结合，在全球化的今天亦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考古学之间的特殊关系，促使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考古学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历史文献学与考古学相映生辉，共同前行，可取得更大的佳绩。

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界，有关这方面的呼声很多，拓展空间非常大。从银雀山汉墓到马王堆汉墓及郭店楚简，都有大批出土文献可与传世文献相比较。如《孙膑兵法》、《尉缭子》、郭店《老子》等，都可以以马王堆本、传世本，或上海博物馆整理出版的战国简本，进行比较校勘，从而整理出更符合古书原貌的典籍。这亦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开辟新领域、创建新的分支学科的一个途径。如2002年6月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出土了大批秦木简达3万多枚，是秦始皇时期的县府档案，非常珍贵。媒体称，据这些材料可以改写秦史。比如，竹简中有“洞庭郡”的记载，这就使秦郡的设置由原来的36个郡增为37个郡。此外，竹简中还反映了大量秦代行政、邮传、经济方面的信息，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有学者建议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应该建立古文书学学科，运用古文书学的方法，对简牍的书写格式、内容类别、收发渠道、档案功能、时间地点和简牍形制等等做深入、系统研究，改变或增添文献学的内容。

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已开始脱离历史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一些大学成立了考古学系，但是中国考古学完全与历史学绝缘是不可能的，它毕竟与中国历史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就考古而言考古也必然是单调的。就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结合研究而言，无论是甲骨学还是简帛学，究其实还是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结合，如果把甲骨学、简帛学等与中国历史文献学及考古学均联系紧密的学科都统一在一个专名下，称为“考古文献学”，是否更有利于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结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这方面具体实践的成果已经很多，只是还需要理论上的总结。
三

     众所周知，文献的产生、聚散、文献学的发展是与社会发展、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密切联系的。因此，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如能与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相结合，会相得益彰，加深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分量。比如有些学者近些年所做的古代和近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如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现代出版社1999年版），就是文献研究与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结合的典型。他们的成果，“视野开阔，整体关照，都将藏书视作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并将其置于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探讨。着眼点虽在藏书，但目光却是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深层变迁，这种文化视角采用自觉的，比如后两书都在卷首的绪论中对以前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然后解释采用文化视角的必要性。这种探讨角度的转换无疑对中国藏书文化会有更新更深入的认识”
。其中，《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一书更是体现了文献与社会史文化史相结合的道路，它“将私家视为中国古代一种内蕴极其丰富的文化现象、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自觉采用文化的视角”，其研究角度的变化“必然会带来观点的变化，以前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此获得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作者对古代私家藏书与社会历史环境相互关系的论述，这一问题以前涉及较少，作者结合丰富的古代藏书史料，详细论述了政治经济条件和学术文化演变对藏书文化的深远影响，探讨了北风南移和私家藏书文化中心的转移……对古代藏书楼、藏书章、藏书习俗、藏书嗜好等问题，以前只是作为典故趣话来谈论，但在作者眼里，它们都是古代藏书家文化心态的生动见证，对于揭示他们的文化心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果不是文化视角的采用，是不易发现这些问题的重要价值的”
。由此可见，走中国文献学与中国文化史、社会史互动的道路，将会极大地拓宽现有研究空间。

然而，遗憾的是，虽然中国历史文献学与文化史、社会史的互动有一些实践，但鲜有理论高度的总结。当然，也有学者在呼吁三者之间的结合，但只是谈结合，没有统一的理论口号，没有明确的旗帜相号召，必然达不到在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者中广为推介，形成普遍意识之功效。因此，有必要从全球史视野出发，强调互动共生中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使中国历史文献学与文化史、社会史的结合形成规模和意识，增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活力。
四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与学术之间的互动史。西汉开国以来重视整理文献，口耳相传以当时文字记录的为今文经，秦火余烬下的文献为古文经。围绕二者的整理，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两门学问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而古文经学又与注疏之学一脉相通，汉唐注疏大盛，遂有学界缜密的学风。其后期注疏泛滥，动辄千言之时，也是学风破败至无病呻吟之期。宋代大兴图籍，类书等大量问世，金石等广为整理出版，使需要广阅读方能疑经惑古，多见识方可考辨的学问有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宋儒从儒家原典中寻找圣人之道。而宋儒对儒家经典的重读，直接引发对传世经典的怀疑与考辨，对汉唐传注的怀疑与批评，对汉唐传统经学的章句训诂式研究方法的抨击。因此，宋代的经学可以说就是对经典与汉唐传注进行的重新审视。明初，太祖朱元璋认为《四书》《五经》如五谷，不可一日不食。成祖朱棣命胡广将宋代理学家的著作辑成《性理大全》等，颁行天下，遂确立朱子学独尊的地位。由此，可以说，大约起自中唐，以明代初年《四书五经大全》的编纂为止的“宋明性理之学”时期，从某一个角度而言，就是对汉唐所累积而成的烦琐的义疏训诂的再批判与再出发。而明代中后期取代其朱熹理学地位的阳明心学也不过是朱子学的衍生。明人刻书而书亡，明人好藏书，明代藏书家为名而作伪也颇有名，也是与明人空疏浮泛的学风一致的。清代前中期整理书籍，开馆修书，既总结了学术又引导了学术风气，至乾嘉时期考据之风成为学术主流。而由刘向父子到《隋书·经籍志》确立，其后一向为主流并至四库修书达到顶峰的四部分类法，其发展史也是一部学术史，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当四部分类法达到顶峰之时，其不能容纳所有书籍的弊病已显，学术的变革也从中露出了端倪。预示着中国的学术将走向新的征程，中国的时代也将翻开新的一页。

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学术史的互动共生研究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学术史不仅要从思想、义理的角度去写，还要从文献、史实的角度去写，两者不可偏废。
文献学研究也要从学术的角度去思考。中国历史文献学各个时代的各种经典的注释、校勘均能反映时代的精神，校勘注释的内容均能看到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看到中国学术史的转变，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也足可反映出不同的思想和学术，文献学应该在这方面做出学术史的说明。而学术史也应该有文献学的基础，学术史很大程度上是各学派的发展史，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史，而各学派的观点是靠自己学派的经典著作来诠释的。经典著作的历代解读，也是学术史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同学派的时代、发展阶段，尤其是不同学派形成发展的说明，都需要以文献为线索。《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实际就是学派史，但这方面的研究和陈述并不多。又如《四库全书》的研究，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者看到的多是纂修、版本、校勘、考辨等纯文献学方面的内容，忽略与学术史的互动。全球史的互动理念提醒我们，既然中国历史文献学与学术史有着互动共生的关系，那么二者的结合研究将是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的重视。

五
下面，我们谈谈中国历史文献学和人类学的结合问题。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词由anthropos和logos组成，从上理解就是有关人类的知识学问，它是以综合研究人体和文化（生活状态），阐明人体和文化的关联为目的的。人类学大致可区分为：主要研究形态、遗传、生理等人体的人体人类学；以风俗、文化史、语言等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以及专门研究史前时期的人体和文化的史前人类学。自然人类学亦称为人体人类学。
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人类学的联系很早就有了。历史文献的著述，需要的史料并非金匮石室及私家所藏所能涵括尽的，历史文献的著述者为了收集史料，往往遍访名山大川，搜集故老传说。《史记》就是司马迁在阅读官方藏书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实地考察各地风俗而成，如司马迁亲历薛地，发现薛地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地区风俗不同。唐朝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说：“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在没有文字的上古时期，要还原它的历史，只有靠口耳相传或考古发现。但考古对古代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灭绝人伦，断子绝孙的大忌，即使有考古发现，亦多半是盗墓者所为。所以口耳相传、田野调查对历史著述就显得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当历史记载空白时，口耳相传、田野调查的地位更是突出，司马迁《史记》的《五帝本纪》即口耳相传、田野调查的结晶。面对五帝史料的不可得见于历史文献，司马迁不惜四方游历，曾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于江淮，访问众多长老，听长老们讲述许多有关五帝的传闻典故并记载了下来。东晋史学家常璩《华阳国志》为展示民众缔造文化，把史笔深入到民众生活里层，他搜集了大量所谓正统轻视的民间诗歌谚语。“这些都是民间实际生活的概括，用了这些，不仅更容易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增强形象的真实感，而且也可使文字生动活泼。”
他记载了巴人现存最早的诗歌及各地流传的俚语。诸如反映民风民俗的，如“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
、“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
；反映人生道德的，如“惟德实宝，富贵何常。我思古人，令问令望”
；讥时政的，如“愿君奉诏，惟德日亲” 
；颂功德的，如“没世遗爱，式镜后人” 
、“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
等等。这些诗歌、谚语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民众生产生活的真实，可以说是史诗。“汉民族缺乏叙事史诗，但独有咏史诗一类体裁，吊古怀旧之篇章甚富。而此类诗章，多半也不是叙事或描述，而代之以象征、暗示、抒情等手法，虚化眼前景象，幻化所咏史事。”
常璩采录的这些丰富的诗歌、俚语、民间故事，都是在人民中不断产生、流传和不断修改的口头创作，如果常璩不重视搜集，不深入民间实地采访，不广泛接近人民，体会人民的思想感情，是绝不可能办到的。
这些诗歌俚语更生动、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思想活动，起着一般叙述所达不到的效果。
仓修良道：“这些民歌，虽然形式比较简单，语言也较少加工，短小精悍，直叙其事。却都是当时社会现实最尖锐、最直接、最迅速的反映，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常璩在书中引用了这些民间歌谣，态度明朗，爱憎分明，说明他在采录这些民间流传的诗歌时，不单是注意它们的艺术性，而且也很注意诗歌的思想性。”
从中既可窥见巴族之本身的文化特点，亦可看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痕迹。这对探求古代巴文化的发展源流及与中原文化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就是口耳相传、田野调查所产生的著书魅力。

历史文献著述者与口述历史、田野调查二者联系的纽带就是历史文献著述者对历史资料的追寻，这个追寻很好地把历史文献和人类学联系起来，而且为了避免历史材料的单一，叙述生动活泼，论证具有说服力，口述史与田野调查，应更多地引入历史文献研究中。人类学概念与考古学概念，本是从西方引进的，其引入中国的过程就是一种互动，人类学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结合更能体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学科互动研究。

六

我们还要重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跨国界研究，应具有深远的国际视野。历史文献学这个学科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如法国有法国国立文献学院，法国信息科学院和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史教授弗雷德里克·巴比耶，即毕业于此。又如“国际文献工作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是由“国际目录学会”发展而来。

中国历史文献学要走向世界，那么加强中西文献的比较研究、重视域外汉籍研究，也是必要而重要的。当然，中西文献的比较研究以及域外汉籍的研究，这个工作早已开展起来，但形成规模，拥有更大的队伍，却还需要进一步的倡扬，也尚待时日，而且在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自觉运用与总结上也较为薄弱。纵观当前的中西文献的比较或域外汉籍的研究，往往不自觉地会为作者所处的国度、成长背景，文化汲养以及喜好所局囿，难免会生出一些偏颇，因此有必要加强理论指导。当年，白寿彝有感于中西比较研究的重要，指出：“文化是赖比较而更明白的，我们自己不能看到自己的面貌，用镜子照照和别人比比，才可以晓得自己的面貌是丑是俊，丑在哪里，俊在哪里。”
白先生的话明白晓畅、深入浅出，启迪后学，弥久愈浓。

如何通过全球史视野加强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我的看法如下：一是把全球史的核心理念“互动”引入历史文献学研究中。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往往是静止的，如果注重互动，那么历史文献学研究会动起来活起来，会增加活力。如七阁《四库全书》我们可以在研究其本身，比较异同之外，研究纂修人员、乾隆意志以及其他因素造成的七阁《四库全书》的不同状貌，挖掘时代对它们的影响，以及它们的优劣对纂修人员命运的影响。这些研究互有关联，环环相扣，就是一种互动，即同质文化的内部互动。还有一种异质文化的互动，如把中西文献的比较研究，建立在互动的前提上，中西文献流动及传播相互影响的特质就会凸显，会使中西文献的比较有更广阔的背景，揭示出中西文献交流传播中蕴含的深层次内涵，这就是一种发生在中西之间的外部互动，不是发生在中国内部文化之中的。当前时代条件下，同质和异质两类文化互动中，异质文化互动更见活跃。

二是注重长时断、大范围研究。就历史文献学而言，长时断、大范围要求历史文献学不局限于一人一事，而是注重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的结合。如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我们可以跳出就《四库全书总目》而言《四库全书总目》的局面，而是在更广阔的空间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即广义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广义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编撰过程的研究，以及对《四库全书总目》补订、续编、批评与研究。一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方法的总结。一是对已有《四库全书总目》成果的批评和研究，实为间接的、二次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同时把目光投向四库修书同时代的狄德罗《百科全书》的撰修，以见中西文化发展的不同趋势。当然，长时断、大范围研究，亦自然把考古学、人类学、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等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结合起来。三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等学术偏见。从全球史视野出发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学，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科学评价历史文献及历史人物，尤其是对历史文献学中长期未得解决的疑难问题，态度一定要公允。讲究历史真实，去伪存真，这在我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中，本身就是一个优良传统，加以全球史视野，无疑更是一个警醒，是学术不分中西，不分古今的客观与公正的体现。世界历史本来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缔造和书写的，任何偏颇的“中心论”都不利于时代的发展，不符合时代的主题。历史文献研究者，在面对中西学术问题、解析中西文献时，应力争同等对待本国及他国的历史与文化，努力去除“西方中心主义”等偏见，在跨国家、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跨领域研究中尽力持平。全球史视野下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无疑加强了文化的内部与外部、同质与异质的互动，以及异质文化互动下的求同存异。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项目号：08JZD0C37；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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